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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

明，不同种类的社会医疗保险对生育意愿具有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生育意愿有正向

作用，而城镇医疗保险对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于不同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

异质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1980年前出生、低收入、受教育水平

较低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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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2017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fertility intention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
ent types of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while 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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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 medical insuranc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treatment has heterogeneity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two-child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treatment on the two-child fertility inten-
tion mainly occurs in groups born before 1980, low income and low educa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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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规模的就业人口。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已逐渐被改变，生育率也随之不断下降。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

总和生育率 1.5 为“生育警戒线”，一旦下滑至 1.5 以下，那么就可能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即再次提高生

育率将会变得困难。2019 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47，而 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跌低至 1.3。
持续下降的生育水平也将带来我国未来人口总量负增长和加速老龄化的现象[1]。长此以往下去，这种现

象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此背景下，为使生育率进一步提高，使人口结构优化，利于人

口均衡发展，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为实现“全面三孩”预

期政策效果，增加劳动力供给，有必要深入认识我国生育水平低的原因。 
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生育意愿并不等同于生育行为，也不一定能准确预测生育行

为，但目前用来分析低生育水平的最好方式是先研究生育意愿[2]。因此，研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

而提高生育率，对于我国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生育是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李建伟、周灵灵，2018)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

变动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农村空心化等问题。这种变化需要政府采取鼓励生育、

提高人口素质、延长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等多方面政策措施[3]。在这种背

景下，“三孩政策”应运而生，其短期目标是防止生育率继续下滑；中期目标提升生育率；长期目标是

建构生育友好型社会。 
在“三孩政策”出台并实施后，国内学者也开始对其进行预测和建议。(风笑天，2021)对我国“二孩

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总结，认为导致众多研究得出“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在统计二

孩生育意愿时，既没有纳入已生育二孩的人口，也没有对“没想好”的人口比例进行必要的调整[4]。(夏
婧、刘莉，2021)通过梳理国外社会背景及实施鼓励生育政策的情况，提出我国实施“三孩”政策要兼顾

国家引领性与地方灵活性、生育激励政策群要具备兼容性、为家庭提供儿童早期照料服务、同时应加强

保障女性就业公平等[5]。此外，(聂建亮、董子越，2021)指出在推进“三孩”政策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多

重障碍，导致部分年轻人“不敢生”和“不想生”。这就需要为家庭发展提供支持，对年轻人的生育观

念进行引导，并完善各种配套措施，以推动“三孩”政策的有效实施[6]。(杨燕绥、于淼，2021)基于社

会保障角度，指出三孩政策也对我国医疗体制提出挑战，例如“儿童就诊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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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2021)指出当前的制度配置，可能会改善生育环境，但却很难迅速提升生育水平[8]。学界从

各个角度对低生育水平进行研究，找出导致低生育的影响因素。(陈卫、刘金菊，2021)认为出生人数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婚育年龄的加速推迟也进一步导致出生人数的下降[9]。生育推迟也是

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的一个关键的人口变化。(Kocourková Jiřina, 2020)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在 30 岁以后实

现生育计划，这可能导致生育水平降低[10]。 
导致低生育现象出现的因素有很多，但生育意愿的下降是低生育水平的直主要原因。生育意愿的提

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生育决策产生正向影响，从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近年来，随着我国实施一系列

鼓励生育的政策，国内外有大量实证文献开始研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Mozhgan Hashemzadeh 等，2020)
认为人口因素、身心健康、幸福感和儿童愿望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11]。同时，(陈建新、王莉君，

2021)研究发现个人不同阶段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12]。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大量实证文献，

将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归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 
从个体角度来看，生育决策主要来自于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Preis Heidi 等，2020)研究发现妇女的

生育意愿、希望生育子女数和希望怀孕间隔(IPI)与个人和社会文化水平因素有关[13]。(王一帆、罗淳，

2021)认为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研究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14]。除此之外，(黎藜、李凤萍，2021)进一步指出传统性别观念、人际讨论以及新媒体平台上的

新闻关注也会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传统性别观念和人际关系讨论对女性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新媒

体平台上的新闻关注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15]。另外，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互联网以及互联网使用频率

也会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王小洁等，2021)基于互联网角度发现，个体若使用互联网以及使用互联网

频率越高，其生育意愿越低。同时，对于已育个体而言，上网频率越高对再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越加显著，

即已育史对于互联网使用频率影响育龄妇女再育意愿存在负向调节效应[16]。 
影响生育意愿的中间系统还包括家庭网络和同伴网络。(贾玉娇，2019)认为传统男性养家模式已经改

变，育龄女性处于工作时间与生育时间互相争夺的困境之中[17]。(于潇、梁嘉宁，2021)研究发现，亲兄

弟姐妹这层家庭网络也会影响个体生育意愿。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下，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的生

育意愿显著更低，并倾向于保持低生育模式[18]。亲戚关系作为强关系有利于增强女性的生育意愿。(石
冰玉，2021)认为家庭收入也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在性别视角中差异呈现，男性

的收入水平同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而女性的收入水平同生育意愿则呈负相关关系[19]。(康传坤、孙

根紧，2018)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对于生育女儿还是儿子意愿所产生的影响也有不同，城镇高收入群

体更倾向于降低生女儿的意愿，低收入群体更倾向于降低生儿子的意愿[20]。 
从社会角度来看，(徐萌娜、王明琳，2021)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减少育儿成本，因此其对育龄妇女的生

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21]。(梁城城、王鹏，2019)指出公共服务满意度也会影响生育意愿，研究发

现不同种类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因子，以及总体公共服务满意度，均对生育意愿有促进

作用；同时，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生育意愿也存在年龄差异和城乡差异[22]。社会保障制度也对影响生育

意愿。(陈欢、张跃华，2019)研究发现对于养老保险来说，养老保险的实施有利于改变人们养儿防老的观

念，因此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对于城镇居民生育意愿显著；对于农村居

民的生育意愿不显著[23]。 
综上所述，生育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然而，目前从

医疗保险角度研究居民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并不充足，(梅奕欣、曾常林，2019)检验了医疗保险政策

对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但并没有对医疗保险政策影响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进行分析[24]。为此，

本文将使用 2017 年大型微观调查(CGSS)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社会医疗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检验不同种类的基本医疗保险是否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有异质性结果，为政府进一步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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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提供可行路径。 

3. 数据来源、变量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最早源于

2003 年，它系统全面地收集了个人、家庭等方面的数据，总结了社会的变迁及发展趋势，是我国最早的

连续性、综合性、全国性的学术调查项目之一。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共完成收集有效样本

12,582 份。 

3.2. 主要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育意愿。根据问卷中的题项“如果没有政策限制的话，您希望有几个孩子？”

并结合受访者的回答进行赋值。剔除掉那些回答“无所谓”“不知道”以及“拒绝回答”的样本后，剩

余有效总样本量为 11,807 个，得到“意愿生育数量”。对于生育意愿，本文将意愿生育数量为两个及以

上视为有二孩意愿，赋值为 1；否则(意愿生育数量为 0 或 1 个)视为没有二孩意愿，赋值为 0。本文将意

愿生育数量为三个及以上视为有三孩意愿，赋值为 1；否则(意愿生育数量为 2 个及以下)视为没有三孩意

愿，赋值为 0。 

3.2.2. 解释变量 
调查问卷中题目为“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选项包括以下 4 个方面：“城市基

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城市或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商业性医疗保险”

以及“商业性养老保险”。所以主要解释变量被定义为是否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的变量，为了进一步对社会医疗保险影响生育意愿的城乡异质性进行分析，根据户

口对受访者进行粗略划分。若受访者为农业户口，则认为参加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赋值为 1；
若受访者为非农业户口及居民户口，则认为参加的是城市基本医疗保险，赋值为 2；未参加医疗保险赋

值为 0。 

3.2.3. 控制变量 
除了社会医疗保险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个体、家庭、社会

三个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个体层面有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户口类型、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家庭层面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家庭已有孩子状况、劳动力数量；社会层面是指经济社会发展

差异。 
具体变量设定如下：在个人层面，对于性别变量，受访者是男性为 1，女性则为 0；年龄变量通过受

访者接受调查年份减出生年份来计算；民族变量，汉族为 0，少数民族为 1；宗教信仰，不信教为 0，信

教为 1；受教育水平按照从低到高，小学及以下为 1，初中为 2，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为 3，大学

及以上为 4；政治面貌，中共党员为 1，否则为 0；户口类型，农业户口为 1，非农业户口及居民户口为

0；受访者的婚姻状况，未结过婚为 0，结过婚则为 1；健康状况，根据受访者的自评健康状况，差为 1，
一般为 2，好为 3，很好为 4，非常好为 5。 

在家庭层面，家庭经济状况按照从低到高，远低于平均水平为 1，低于平均水平为 2，平均水平为 3，
高于平均水平为 4，远高于平均水平为 5；家庭已有孩子状况，以已生育儿子和女儿数量之和来衡量，已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5329


万心怡 
 

 

DOI: 10.12677/aam.2022.115329 3089 应用数学进展 
 

有孩子赋值为 1，没有孩子赋值 0；劳动力数量，为家庭成员中年龄介于 18 至 60 岁的人口数，没有劳动

力赋值为 0，有一个劳动力赋值为 1，两个及以上赋值为 2。 
在社会层面，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居住在西部地区为 1，否则为 0。 

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对所有变量的全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的总体参保

率达到 92%。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二孩生育意愿 11,807 0.797 0.402 0 1 

三孩生育意愿 11,807 0.170 0.376 0 1 

新农合 11,807 0.499 0.500 0 1 

城市医疗保险 11,807 0.426 0.494 0 1 

性别 11,807 0.468 0.499 0 1 

年龄 11,807 50.71 16.60 18 103 

民族 11,807 0.0750 0.264 0 1 

宗教 11,807 0.104 0.305 0 1 

受教育水平 11,807 2.230 1.118 1 4 

政治面貌 11,807 0.110 0.313 0 1 

户口类型 11,807 0.542 0.498 0 1 

婚姻状况 11,807 0.884 0.320 0 1 

健康状况 11,807 2.305 0.832 1 5 

家庭经济水平 11,807 2.555 0.751 1 5 

已有孩子情况 11,807 0.875 0.331 0 1 

劳动力情况 11,807 1.023 0.709 0 2 

地区 11,807 0.191 0.393 0 1 

4. 实证方法 

4.1. 基本回归模型 

生育意愿为 0、1 变量，为检验社会医疗保险对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文章建立二元选择 Logit 模型

如下： 

1 1 2Second Birth Intention Medicine Insurancei i iXα β β ε= + + +                  (1) 

2 3 4Third Birth Intention Medicine insurancei i iXα β β ε= + +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 Second Birth Intention 是受访者生育二孩意愿；被解释变量 Third Birth Intention 是受访

者生育三孩意愿。主要解释变量Medicine Insurance是受访者的医疗保险状况，衡量的是有无基本医疗险，

其主要分为两大类，按照保障水平由低到高：分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X 代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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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意愿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会特征变量；ε 为随机扰动项。结合主要变

量的属性，文章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LE)估计式(1)和(2)。 

4.2.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为了得到医疗保险制度影响生育意愿的因果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城乡居民参加社会医疗

保险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估计(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 
在对社会医疗保险与生育意愿进行因果关系的研究时，有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参加社会医疗保险与

否是个体自我选择结果，社会医疗保险参保者和非参保者本身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如果我们要研究某一群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其生育意愿的因果影响，即参保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生

育意愿。一个思路是考虑这群参保的人如果没有参保，其生育意愿将如何变化的反事实状态。这样，参

保与否所导致的生育意愿变化的事实与反事实状态即为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的参保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因

果效应。参保者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 可用公式表示为： 

( ) ( )ATT 1 1E F D E F D= = − =参 未                                 (3) 

F 参表示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情况下的生育意愿，F 未表示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情况下的生育意愿；D
表示是否参保的处理变量，E 表示期望值。上式表示这群参保者在参保和未参保状态下的生育意愿变化，

但我们无法观测到其未参保的反事实状态。因此，我们在未参保者中选取和参保者特征十分类似的人群

作为参保人群生育意愿的反事实。 
由于个体间的异质性，我们很难找到与参保人群十分类似的未参保人群作为控制组，从而难以区分

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因而会面临选择性误差问题。因此，参保者与未参保者的平均生育意愿差异等

于参保者的平均处理效应与选择偏差两者至和，用公式表示为： 

( ) ( ) ( ) ( ) ( ) ( )1 0 1 1 1 0E F D E F D E F D E F D E F D E F D= − = = = − = + = − =参 未 参 未 未 未        (4) 

为了得到式(3)的近似结果，我们需要做如下非混淆假设： ( ) ( )1 0E F D E F D= = =参 未 。为了满足这

一假设，我们需要控制尽可能多的混淆变量 x，以使 D 近似独立于 F 未。同时，为了找到与参保人群个体

特征非常类似的未参保人群，我们需要为参保人群寻找合适的匹配对象。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要解决的问

题就在于此。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二元 logit 回归结果分析 

以表 2 的模型(1)为基准模型，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文章使用了增减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

在模型(2)中只保留个人特征，在模型(3)增加社会特征，在模型(4)中删除社会特征，增加家庭特征，实证

结果较为稳健。社会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fertility intention of second child 
表 2. 社会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二孩生育意愿 (1) (2) (3) (4) 

新农合 0.37*** (3.18) 0.43*** (3.69) 0.41*** (3.46) 0.40*** (3.43) 

城镇医疗保险 0.01 (0.07) 0.06 (0.48) 0.04 (0.30) 0.03 (0.28) 

性别 0.02 (0.41) 0.01 (0.29) 0.01 (0.26) 0.0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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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年龄 0.02*** (8.56) 0.02*** (9.96) 0.02*** (10.41) 0.02*** (8.05) 

民族 0.17* (1.67) 0.23** (2.30) 0.17* (1.67) 0.23** (2.30) 

宗教 0.38*** (4.24) 0.36*** (4.07) 0.38*** (4.28) 0.36*** (4.03) 

受教育水平 −0.10*** (−3.23) −0.11*** (−3.60) −0.08*** (−2.82) −0.12*** (−3.94) 

政治面貌 0.25*** (3.04) 0.29*** (3.53) 0.28*** (3.47) 0.25*** (3.13) 

户口类型 0.37** (2.26) 0.38** (2.38) 0.35** (2.17) 0.40** (2.47) 

婚姻状况 −0.09 (−0.80) 0.04 (0.54) 0.06 (0.85) −0.13 (−1.13) 

健康状况 0.01 (0.25) 0.02 (0.74) 0.02 (0.87) 0.00 (0.12) 

家庭经济水平 0.14*** (4.30)   0.13*** (3.92) 

已有孩子情况 0.22* (1.90)   0.24** (2.09) 

劳动力情况 −0.04 (−0.91)   −0.04 (−1.07) 

地区 0.51*** (7.21)  0.50*** (7.07)  

_cons −0.27 (−1.18) 0.12 (0.60) −0.05 (−0.26) −0.06 (−0.25) 

样本量 11,807 11,807 11,807 11,807 

Pseudo R2 0.0589 0.0524 0.0569 0.054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on fertility intention of third child 
表 3. 社会医疗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三孩生育意愿 (1) (2) (3) (4) 

新农合 −0.00 (−0.03) 0.02 (0.18) 0.02 (0.13) 0.00 (0.04) 

城镇医疗保险 −0.10 (−0.59) −0.08 (−0.45) −0.08 (−0.47) −0.10 (−0.57) 

性别 0.06 (1.04) 0.05 (1.00) 0.05 (0.95) 0.06 (1.09) 

年龄 0.04*** (19.34) 0.05*** (22.49) 0.05*** (22.54) 0.04*** (19.27) 

民族 0.12 (1.30) 0.14 (1.52) 0.13 (1.34) 0.14 (1.50) 

宗教 0.65*** (8.56) 0.65*** (8.55) 0.65*** (8.61) 0.65*** (8.51) 

受教育水平 −0.10*** (−2.76) −0.10*** (−2.80) −0.09*** (−2.62) −0.10*** (−2.93) 

政治面貌 0.13 (1.43) 0.16*(1.70) 0.15*(1.69) 0.13 (1.44) 

户口类型 0.67*** (3.22) 0.66*** (3.18) 0.66*** (3.15) 0.68*** (3.25) 

婚姻状况 −0.11 (−0.70) −0.01 (−0.07) 0.00 (0.01) −0.12 (−0.80) 

健康状况 −0.02 (−0.67) −0.01 (−0.23) −0.01 (−0.16) −0.03 (−0.73) 

家庭经济水平 0.09*** (2.63)   0.09** (2.51) 

已有孩子情况 0.20 (1.16)   0.20 (1.21) 

劳动力情况 −0.06 (−1.57)   −0.06 (−1.59) 

地区 0.11* (1.72)  0.10 (1.59)  

_cons −4.58*** (−15.39) −4.43*** (−16.41) −4.48*** (−16.47) −4.52*** (−15.31) 

样本量 11,807 11,807 11,807 11,807 

Pseudo R2 0.1149 0.1137 0.1139 0.1146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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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结果可以看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城镇社会

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可见，不同类型的社会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具有差异性的

影响。 
从个人特征看，随着年龄的增加，二孩意愿在 1%水平上显著；汉族的二孩生育意愿与少数民族相比，

其生育意愿更低；在宗教方面，信教者的二孩意愿显著高于非信教者；受教育水平对二孩生育意愿呈显

著负影响，并在 1%水平上显著；与非党员的二孩生育意愿相比，党员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并在 1%水

平上显著；与居民户口群体相比，农业户口群体的二孩意愿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经济水平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有内部力量支持的家庭二孩意愿更高。与无孩子的家庭相比，有孩子的家庭的

二孩意愿更高。从社会特征来看，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二孩意愿更高，在 1%水平上显著。 
从表 3 结果可以看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医疗对三孩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即社会医疗保

险对三孩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 
从个人特征看，随着年龄的增加，三孩意愿在 1%水平上显著；在宗教方面，信教者的三孩意愿显著

高于非信教者，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受教育水平对三孩生育意愿在 1%水平为显著负影响；与居民户口

群体相比，农业户口群体的三孩意愿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经济水平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在有内部力量支持的家庭三孩意愿更高。 

5.2. 倾向性匹配得分结果分析 

因为 logit 结果显示，社会医疗保险对三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接下来只对二孩生育意愿进

行进一步分析。为了得到可信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我们利用协变量标准化偏差图对样本匹配效果

进行检验。图 1 显示了临近匹配前后各变量标准化偏差的变化。图 2 显示了半径匹配前后各变量标准化

偏差的变化。图 3 显示了核匹配前后各变量标准化偏差的变化。从三个图中可以看到，匹配后多数变量

的标准化偏差明显缩小，在 10%内，表明匹配后的结果较好地平衡了数据。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平均处

理效应。 
 

 
Figure 1. Normalization deviation % of covariable before and after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图 1. 最近邻匹配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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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andardization deviation % of covariable before and after radius 
matching 
图 2. 半径匹配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Figure 3. Standardization deviation % of covariables before and after kernel 
matching 
图 3. 核匹配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表 4 给出了 logit 方法下的样本估计结果。Logit 估计结果表明，采用邻近匹配的方法下，参加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城镇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

响；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的方法下，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城镇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尽管平均处理效应大小稍有差异，但不管采用临近

匹配、半径匹配还是核心匹配，结果都表明，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会显著提高居民的二孩生育意

愿。而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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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ATT estimation results 
表 4. ATT 估计结果 

 
Logit 模型 

新农合 城镇医疗保险 

被解释变量 邻近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邻近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二孩生育意愿 0.402***  
(2.681) 

0.334**  
(2.562) 

0.328**  
(2.552) 

0.039  
(0.25) 

−0.072  
(−0.524) 

−0.048 
(−0.359) 

样本量 6405 6405 6405 5402 5402 5402 

注：**、***分别表示在 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5.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文章进行了线性概率、二元 Probit 模型与二元选择 Logit 概率模型的实证结

果比较，估计了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见表 5。Logit、Probit 与 OLS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系数

几乎没有显著差异。社会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均有异质性的影响，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

意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 
 

Table 5. Marginal effect of social medical insurance: An estimate based on Logit, Probit and OLS models 
表 5. 社会医疗保险的边际效应——基于 Logit、Probit 与 OLS 模型的估计 

二孩生育意愿 (1) Logit (2) Probit (3) OLS 

新农合 0.06*** (3.17) 0.06*** (3.06) 0.05*** (2.78) 

城镇医疗保险 0.00 (0.07) 0.00 (0.09) 0.01 (0.40) 

性别 0.00 (0.41) 0.00 (0.25) 0.00 (0.40) 

民族 0.03* (1.67) 0.02* (1.65) 0.02 (1.45) 

宗教信仰 0.06*** (4.24) 0.05*** (4.21) 0.05*** (4.19) 

受教育水平 −0.01*** (−3.23) −0.01*** (−3.16) −0.02*** (−3.51) 

政治面貌 0.04*** (3.05) 0.04*** (3.08) 0.04*** (3.41) 

户口类型 0.06** (2.26) 0.06** (2.34) 0.07*** (2.64) 

婚姻状况 −0.01 (−0.80) −0.01 (−0.78) −0.01 (−0.61) 

健康水平 0.00 (0.25) 0.00 (0.01) 0.00 (0.30) 

家庭经济水平 0.02*** (4.30) 0.02*** (4.32) 0.02*** (4.39) 

已有孩子情况 0.03* (1.90) 0.04** (2.03) 0.05*** (2.70) 

劳动力状况 −0.01 (−0.91) −0.01 (−1.00) −0.00 (−0.84) 

地区 0.08*** (7.24) 0.07*** (7.27) 0.07*** (6.98) 

样本量 11,807 11,807 11,807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5.4. 异质性分析结果 

新农合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群体中是异质的。探讨该作用效果在不同群体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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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更精准地进行政策干预。我们按照家庭全年总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年龄进行分样本回归。 
将家庭全年总收入低于 30,000 元定义为低收入组，家庭全年总收入为 30,000 至 80,000 元定义为中

等收入组，家庭全年总收入高于 80,000 元定义为高收入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组的回归结

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by income 
表 6. 按收入分样本回归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新农合 0.61*** (3.58) 0.41** (3.27) −0.51 (−1.5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2 (−1.74) −0.67* (−2.04) 0.97 (1.23) 

样本量 3294 5895 1079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从表 6 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低收入群体，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的系数绝对值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降低。这反映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可以分担其生育成本，对其效用更大，从而提高了其二孩生育意愿。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促进效用逐渐降低。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其二孩生

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按受教育水平，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Table 7. The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 level  
表 7. 按受教育水平分样本回归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 

新农合 0.46** (2.57) 0.25 (1.14) 0.35 (1.13) −0.01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48 (−0.98) −0.93* (−1.90) −1.31* (−1.79) 0.33 (0.33) 

样本量 3212 2035 762 396 

注：*、**分别表示在 10%、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表 7 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的群体。

对于初中及以上群体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其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按照年龄，分为 1980 年后出生的群体和 1980 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 1980 年之前出生的群体，对

1980 年之后出生的群体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其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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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by age 
表 8. 按年龄分样本回归结果 

 
二孩生育意愿 

1980 年之前出生 1980 年之后出生 

新农合 0.39** (2.46) 0.27 (1.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5*** (−2.69) −0.32 (−0.51) 

样本量 4846 1559 

注：**、***分别表示在 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差。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医疗保险对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

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二孩意愿和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对二孩

生育意愿有异质性的影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与二孩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而城镇医疗保险

对二孩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源于城乡发展的巨大差异，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的经济水

平较低，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其分担生育成本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因此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

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作用。而在城镇，由于经济水平高，生育成本也较高，因此是否参加社会医疗

保险对其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本文也对社会医疗保险对三孩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对三孩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也证实了目前影响三孩意愿的主要是其他因素，社会医

疗保险并没有对三孩生育意愿起到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本文也对不同的群体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主要发生在低收入、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及以下以及 1980 年前出生的群体中。 
本文的研究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控制人口并非只有计划生育一种途径。建立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

制度体系，可以对居民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从而间接地调控人口数量。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的二

孩生育意愿具有异质性影响，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为了提高生育率，

可以考虑通过给予生育二孩家庭或三孩家庭医疗保险缴费优惠，并在城镇医疗保险制度中优化生育补贴

机制，从而形成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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